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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文化治理数智化转型:伦理冲突与纾解之道

李少惠,何志强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随着数字乡村和国家文化数字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加快乡村文化治理数智化转型日

益成为时代之需。 在乡村文化治理场域中,数智化转型包含 3 个层面的价值指向:技术层

面彰显为乡村文化新质生产力发展韧性的提升,文化层面意指乡村文化振兴的内生性激

活,治理层面体现为乡村文化治理全过程人民民主程度的提升和城乡文化发展耦合协调

度的增强。 然而,数智化与生俱来的技术伦理和社会伦理等问题也被带入乡村文化治理

数智化情境,为明晰和消除伦理冲突衍生的乡村文化治理数智化转型桎梏,从国家 市场

社会结构出发,厘清数智化转型过程中主要面临 3 个层面的伦理冲突威胁:国家 制度层

面凸显为文化权力与文化服务之间的目标伦理冲突,市场 资本层面凸显为实践伦理冲突

和价值伦理冲突,社会 生活层面凸显为互动伦理冲突和礼俗伦理冲突。 在文化治理理论

和伦理冲突外显的考量下,应注重政策创新与组织创新的创新引领,优化国家 制度层面

的顶层设计;强化价值共创的公共性构建,以公共性调适市场 资本层面的逐利性;夯实系

统性数智素养培育,提升社会 生活层面的数智素养。 进而规避数智化衍生的破坏性伦理

冲突,充分利用数智化的现代性治理技术优势,助力乡村文化治理数智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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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从数字文化治理到

文化治理数智化

　 　 乡村文化治理数智化在乡村文化振兴和推

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中具有重要的建构意

义和实践意义。 在城乡社会流动频繁和数字网

络快速发展的裹挟下,乡村社会的文化服务供

给质和量双层面提升的呼声日益增强。 为繁荣

乡村文化、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在充分发

挥制度优势的情境下,我国制定并颁行了《数

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 年)》 《关于

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 《“十四

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等政策文件,都在不

同程度上提及要加快乡村公共数字文化建设、
乡村数字产业建设、基层智慧治理体系建设和

数字乡村建设等步伐。 以融摄数字技术和智能

科技的数智化功能,将制度性优势在地转化融

合为乡村文化治理效能。
从乡村数字文化治理到乡村文化治理数智

化转型,是乡村场域治理技术的系统性提升过

程。 在数字中国和数字乡村建设的宏观引领

下,乡村数字文化发展应从数字文化的生产转

向治理的数智化,形塑文化治理的新话语体系。
乡村数字文化在互联网的普及下应运而生,一
定程度上缓解了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带来的社

会裂隙,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良莠不齐、数字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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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差异[1] 、代际和城乡数字鸿沟并存、数字文

化生产与消费的区域异质和错位等先期结构性

问题仍然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着数字乡村建

设的发展上限。 数字文化的生产依赖数字技

术,跨区域资源共享、跨区域合作文化生产的实

现亦需数字技术赋能,且数字文化治理强调文

化产品生产与消费的技术禀赋,强调技术先行。
乡村场域内的文化结构样态是丰富且繁杂的、
文化需求是多样的,除了新兴数字文化需求,也
长期存在着难以通过数字化渠道消费但与乡村

社会结构和情境休戚相关的优秀传统文化需

求。 为提升乡村文化治理效能,应将数字文化

的技术赋能思维提升为乡村文化治理数智化的

治理思维。
从乡村数字文化治理到乡村文化治理数智

化的模式转变,是乡村文化生态、文化需求、科
技发展和政治现代化多维合力引致的结果。 梁

漱溟先生在总结乡村建设邹平实验时认为,乡
村建设的核心环节在于团体组织功能培育和科

学技术功能嵌入[2] 。 投映在乡村文化治理情

境,即在注重治理主体组织化的同时,也要注重

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同时亦不能忽视乡村

文化治理组织化与先进科技在价值和伦理层面

的契合度与匹配度。 这种伦理上的契合度与匹

配度的程度,也内在掣肘着乡村文化治理数智

化的韧性和持续性张力。 由此,本研究从乡村

文化治理数智化转型的价值出发,厘清乡村文

化治理数智化模式中数智技术与文化治理的伦

理冲突,探寻乡村文化治理数智化转型优化路

径,旨在以乡村文化数智化助力乡村治理现代

化与数字乡村建设的实现。

二、乡村文化治理及其数智化转型:
理论梳理与分析框架

　 　 1. 乡村文化治理
 

我国文化治理传统由来已久,但西方学界

较早对现代文化治理的概念进行了系统性阐释

和传播。 如葛兰西在对文化霸权进行阐释时提

出,实现统治性文化霸权的政治动员,实质是将

国家意志以标准化的大众性文化形式传播[3] ,
并认为这种霸权不是以粗鲁的形式推行,而是

大众通过一定的合作机制共同做的决定。 虽然

在文化共同体决定论中,存在其所指的共同体

只是部分而非全部阶层的群体狭隘,但也在有

限范围内最大可能地强调了文化治理的民主性

和参与性禀赋。 后在民主性、公共性等法团主

义盛行的时代背景催生下,治理理念开始在文

化领域替代统治和管理的观念,如福柯提出了

文化治理术的观点,着重强调文化治理过程中

的互动性、民主性等特征[4] 。 随着理性经济社

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文化治

理中人文关怀的功能缺失。 本尼特在前人的研

究基础上先将制度性权力从文化治理理论中剥

离出来,后再以公共性为催化剂,将文化与治理

权力置于同等地位糅合,形塑新型文化治理观

念,认为文化治理具有反身性,是治理手段和治

理对象的综合体[5] ,进而在地方性文化治理过

程中形塑地方文化包容性治理[6] 和协同性治

理[7]的有效路径。 随着文化软实力观点的抬

升,国内关于文化治理的研究日益增多,如吴理

财提出我国的文化治理理念和实践模式不能照

搬国外,而应将治理情境、文化具象与文化治理

理论相结合。 在此基础上,其认为我国的文化

治理应为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 3 个面

向的综合体[8] ,3 个面向既是文化治理的目标

指引,也是乡村文化在国家 市场 社会等多元

化主体的治理过程型构。
乡村文化治理作为国家文化治理现代化的

重要构成,治理主体的多元化特征日益突出。
同时,随着乡村振兴的持续推进,外部制度性刺

激乡村文化治理层面的研究兴起;伴随非物质

文化遗产工作的推进,国家对乡村非遗的重视

亦激活了乡村内部的治理主动性。 总览乡村文

化治理研究现状和在地经验,现阶段我国乡村

文化治理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民主体性、空间公

共性、功能服务性等主题:其一,农民主体性。
农民主体性的发挥,是制度设计优化和村民政

治素养提升双向互构的结果。 随着脱贫攻坚工

作的完成、绝对贫困的消除,满足人们日益增长

的多元精神文化需求成了基层治理工作的重要

一环。 传统意义上的送文化下乡、送戏下乡等

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乡村社会的部分文化需

求,但文化服务创作生产和服务对象供需错位

的“送文化” [9] 难以有针对性地满足乡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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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为此,应充分发挥农民主动性,以“种文

化”和“送文化” 内外部力量相结合的供给模

式,将乡村文化服务选择主动权交给农民,将生

产主动权下移,形塑生产的多元机制,并注重农

民主体性的组织化作用,形成乡村文化治理共

同体[10] 。 以民主性、全域性的主体性治理,实
现乡村文化产品供需的高质量对接,进一步以

文化主动性提升乡村文化素养。 其二,空间

公共性。 乡村文化振兴事关乡村振兴全局,
是乡村建设的内核,这也在国家 社会关系

层面决定了乡村文化治理空间受国家制度

和乡村生活秩序的共同规制,这种公共性又

包含文化的公共性和治理的公共性 [ 11] 。 受

基层治理水平和政治现代化程度参差不齐

的影响,这种空间公共性在治理实践中又存

在着公共议题失语、场域空间萎缩、行政伦

理失范、公共精神淡化等公共性缺失的困

境 [ 12] 。 在治理情境变迁的形势下,应通过强

化乡村共同体的关联重建、乡村数字空间形

塑和现代治理技术柔性嵌入 [ 13] 完善乡村文

化空间公共性结构,进而促进乡村文化治理

转型。 其三,功能服务性。 随着社会流动性

的增强和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乡村治理

空间逐步从私域走向公域,乡村文化服务生

产也逐步从私域文化转向公域的文化服务

供给。 受乡村公共性基础差异和供需错位

等主客观因素影响,乡村文化服务仍面临着

文化责任主体缺位、组织主体弱化、参与主体

缺失[14] 、文化资源开发下的价值悬置[15] 等问

题,对此应注重乡村文化服务功能的价值层面

构建,优化宏观价值引导、中观符号建构、微观

仪式组织 3 个层次的价值链接,以此重塑乡村

文化的公共性,提升乡村文化的服务效能。
2. 乡村文化治理数智化转型

乡村文化治理数智化转型是技术层面、文
化层面和国家治理层面的多维转型:在技术层

面是现代科技在乡村文化现代化建设的应用,
在文化层面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内涵要求,在国

家治理层面则是数字乡村和国家文化数字化建

设的时代性要求。 现阶段关于乡村文化治理数

智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治理共同体视角、可及

性视角与均衡性视角等。

其一,健全治理共同体视角。 乡村文化治

理的数智化转型,内在地蕴含着由外向内的技

术赋能路径,同时,从社会资本视角出发,技术

的进场亦裹挟着市场资本的输入。 技术与资本

等社会力量的多元进场,也在号召着制度与政

策等配套资源的进场,而在制度性和社会性力

量的在场培育下,乡村内生的农民主动性亦被

激活[16] ,并最终形构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以社

会力量和农民主动性为多元构成、以共同生产

和价值共创[17] 为思想引领的治理共同体[18] 。
其二,提升文化服务可及性视角。 能否保障村

民享受保质保量的文化服务,是乡村文化治理

效能实现的重要指标,乡村文化治理数智化转

型也是为了更便捷高效地实现乡村文化服务可

及性和普惠性的时代要求。 在公共文化服务层

面,可及性主要包含可获得性、可接近性、可接

受性、可适应性、可匹配性等五项要素[19] ,为

此,可从技术赋能、组织规制、环境优化三方面

提升我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水平[20] ,以
文化服务的可及性提升村民的文化获得感和幸

福感[21] ,以文化治理数智化转型促进和美乡村

建设。 其三,提升文化服务均衡性视角。 我国

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完成了消除绝

对贫困的壮举,但城乡差距仍是不可忽略的事

实。 与城市空间相比,乡村更多地被认为是治

理末梢,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相对较弱,相对于

工业科技等实体经济发展差距难以在短时间消

弭,文化等非实体类别的城乡差距更容易消除。
即以现代科技赋能,促进乡村文化治理数智化

转型,以数字产业[22] 、新媒体[23] 等新兴经济业

态繁荣乡村文化市场,以图书馆总分馆制[24] 、
农家书屋等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差

距,以“顶层+底层”“智治+自治” “解码+转译”
“线上+线下”“包容+共享”的数智化综合性思

维促进城乡文化资源交互[25] ,由此提升城乡文

化治理整体性效能,加强城乡文化共同体认同。
此外, 还有学者从元宇宙[26] 和主观价值感

知[27]等层面阐释乡村文化治理数智化转型的

社会意义,也在不同程度上提供了乡村文化治

理数智化的参考路径。
3. 研究述评及分析框架构建

综上所述,由乡村文化治理到乡村数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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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治理的转变是文化本体的发展,是数字时代

的文化衍生新样态,而由乡村数字文化治理到

乡村文化治理数智化的转变则包含着传统文化

繁荣、数字治理赋能传统文化治理的双向轨迹。
在文化本体演化和数字科技进步的双向推进

下,数智化转型已成为兼有工具属性和文化生

产属性的综合性乡村文化治理机制。 综合现有

研究发现,学者们从乡村文化治理数智化的转

型背景、机制、逻辑、实践出发,聚焦乡村文化治

理数智化的治理共同体、服务可及性和服务均

衡性等视角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也有学者

从数字悬浮[28] 等视角提出基层数字治理的症

结。 然而,通过文献梳理发现,较少有研究谈及

数智化转型带来的伦理冲突问题,但伦理问题

研究不应在乡村文化治理数智化转型实践中失

声。 数智化的转型拓宽了乡村文化空间的张力

与韧性,消弭了城乡差异性空间的时间序列和不

在场间隔,丰富和繁荣了文化治理的事项和情

境,数智化制造碎片化的同时也提供了串联碎片

化的解决方案。 然而,数智化本身的技术伦理和

社会伦理问题也被带入乡村文化治理数智化情

境,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实践伦理、虚拟世

界与现实世界的互动伦理、私域性与公共性的礼

俗伦理等,都成为既有情境或数智化转型拓宽

的新情境中伦理向度差异的伦理冲突表现。
乡村文化治理情境主要存在乡村文化产业

情境、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情境和乡村非物质文

化遗产“双创” 情境。 从治理议程设置到治理

效能实现逻辑过程来看,治理数智化转型过程

存在治理核心区 转化区 阈限区的作用结构,
进而以数智化技术赋能国家 市场 社会逻辑,
形构制度空间 资本空间 生活空间的逻辑内

核,并最终具化在乡村文化治理数智化过渡阈

限区的乡村文化产业情境、乡村公共文化服务

情境和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双创” 情境。 这

种数智化转型的治理情境,孕育了场域内的伦

理规则。 就此,本研究拟从国家、市场和社会的

治理主体划分入手,探究在数智赋能的空间实

践中形塑的乡村文化治理数智化转型阈限区内

的多类型伦理冲突(图 1),进而探寻构建合理

的治理数智化转型伦理关系,提升乡村文化治

理效能。

图 1　 乡村文化治理数智化转型分析框架

三、乡村文化治理数智化转型的价值指向

乡村文化治理数智化是对数字文化治理的

国家建构层面理念性提升、乡村场域在地系统

性升华,是包含技术属性、文化属性和治理属性

的治理综合体,也是当下文化新质生产力韧性

提升、城乡文化统筹发展、激活乡村振兴内生性

力量、提升全过程人民民主程度的共同要求。
1. 技术层面:以乡村文化治理数智化转型

提升文化新质生产力发展韧性

文化新质生产力是在旧质生产力基础上形

成的,是传统生产力的跃迁与升级[29] ,是国家

创新能力和全球治理能力的重要彰显。 乡村文

化作为国家 社会结构的重要底蕴,是决定国家

科技发展水平和文化强国建设的一块短板,乡
村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也代表着国家宏观层

面的整体性提升。 同时,极具包容性的乡村文

化亦能发挥治愈社会越轨等风险的文化结构功

能,乡村文化治理的数智化场景为国家文化新

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检验、反馈与应用空间。 以

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升乡村文化治理数智

化效能,反之又以数智化治理应用空间提升文

化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技术韧性。
2. 文化层面:以乡村文化治理数智化转型

激活乡村文化振兴内生性

乡村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构成,
不仅要实现普惠性的公共文化振兴,也要注重

发挥村民主动性创造的地方性文化振兴,前者

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制度性动力,后者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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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乡村场域的内生性活力和动力[30] 。 乡村特

有的多元文化冲突和文化个性赋予了乡村本土

文化场景建设的独特空间逻辑[31] ,通过数智化

的治理机制,提升了村民理解、运用党和政府给

予的制度性资本的现代政治素养。 结合乡村场

域历史传统和文化结构特征,数智化治理能激

活乡村文化生产和文化治理内生性活力,提升

乡村文化治理绩效。 与此同时,随着法制下乡、
党建引领和基层网格化的推行,我国的乡村治

理现代化程度得到显著提升,但仍存在地方性

传统治理机制与现代治理机制并行的发展困

境。 提升乡村文化治理数智化水平,能够促进

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进程,实现优秀传统文化与制度性意识形态的

价值契合,以数智化治理机制实现乡村文化治

理的善治。
3. 治理层面

(1)以乡村文化治理数智化转型为城乡文

化统筹发展提供契机

在人口流动虹吸效应和资源配置市场机制

的影响下,城乡文化发展差距扩大成为不争的

事实。 凭借数智化技术和数智化治理思维,乡
村文化治理数智化转型能够为乡村文化治理的

人才、技术、资源的缺位和错位问题,提供云端

等多样态的数智化解决方案,助力乡村公共文

化服务情境、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情境和乡村非

遗“双创”情境。 同时,乡村文化治理数智化转

型能够全方位提升乡村整体数字素养,缓解和

缩小数字鸿沟带来的城乡区域性发展割裂。
如,在数智化赋能下,以数字分馆的形式,助力

图书馆总分馆制度能更广泛并更有深度地落到

实处。 由此,数智化转型能促进城乡文化在质

和量上实现统筹发展。
(2)以乡村文化治理数智化转型提升全过

程人民民主程度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我国政治现代化和民主

化实践探索的理论创新,是程序民主和实质民

主的统一[32] 。 从城市到农村的现代化建设方

向决定了现代性社会事务倒逼乡村治理思维和

机制现代化的生成逻辑,乡村现代化意识和民

主化意识的提升促进了乡村文化治理共同体的

形成,私域文化的主导地位逐步被公共文化所

取代。 在治理思维和监督技术较落后的乡村情

境中,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乡村文化治理仍难以

全过程、全周期、全域地实现。 依托数智技术和

数智治理思维,乡村文化治理数智化转型能够

将文化治理过程数据化,保障民主监督机制;将
文化治理方式数智化,保障在场或不在场的村

民的民主参与权利;将治理思维数智化,提升民

主素养,最终以数智化转型保障乡村文化治理

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的双向实现。

四、乡村文化治理数智化转型中

伦理冲突的具体体现

　 　 从国家 市场 社会宏观结构到制度 资本

生活内涵结构的层次拓展,在宏观层面是国家

治理民主化的体现,在微观层面则是社会民众

权利意识觉醒和社会治理素养提升的彰显。 技

术赋能为乡村文化治理数智化转型提供内驱

力,以数智技术的系统性、实时性、便捷性等属

性特征消除制度 资本 生活三者逻辑层面的互

动屏障。 同时,以技术赋能为机制,乡村文化治

理数智化转型将三者紧密地联系在国家治理和

社会治理共同体内。 然而,在享受数智化赋能

福利的同时,数智化非社会性、理性机制等具身

性特征也为社会性善治治理格局的形塑增添数

智化伦理困厄。 乡村文化治理效能的实现,是
国家文化治理与和美乡村建设的要求,是市场

的资本积累、效益实现的功能阈限要求,更是社

会秩序和社会结构良性运转的缓冲性要求。 乡

村文化治理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其作为

社会整体性发展的短板也是客观存在的。 在数

智化更多以外部赋能路径进入的乡村文化治理

场域,融摄技术性、文化性和治理性的乡村文化

数智化转型难以避免地存在宏观与微观、内部

与外部、目标与价值等层面的伦理冲突。 从乡

村文化治理的国家 市场 社会关系层面来看,
这些伦理冲突主要体现为:国家 制度层面的文

化权力与文化服务的目标伦理冲突、市场 资本

层面的实践伦理冲突与价值伦理冲突、社会 生

活层面的互动伦理冲突与礼俗伦理冲突。
1. 国家 制度层面:文化权力与文化服务的

目标伦理冲突

国家 制度层面的乡村文化治理数智化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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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冲突,更多凸显为文化权力目标与文化服务

目标的平衡与博弈。 国家主体是乡村文化治理

的重要主体性构成,制度与政策是其重要的治

理力量和机制。 随着数智技术的发展,乡村文

化治理模式和内容在发生变迁的同时,国家制

度层面的治理目标也在不断变化。 乡村文化治

理的目标伦理冲突,根源于宏观国家政权与微

观乡村文化功能的多维性,这种多维性宏观上

体现为维系政权稳定的文化权力观和满足文化

需求的文化服务权利观,而数智化转型则以数

智技术的内核扩展了文化权力观和文化服务权

利观的内涵,并向外不断延展文化功能的外延

边界。 文化权力目标与文化服务目标交叠的目

标伦理阈限范围逐步扩大,给乡村文化治理效

能提升的实现提供了多元化的主体支撑。 在国

家制度层面,治理数智化激活两者互动活力的

同时也加剧了目标冲突发生的可能,若不进行

适时且有效的规制调整,这种叠合状态则会演

化为权力与服务的目标伦理冲突状态。
一方面,数智化转型扩充了文化权力目标

和文化服务目标的内涵。 乡村社会作为国家治

理的尾梢,政策创新与现实问题的时效性与地

方适用性一直是困扰乡村文化治理效能实现的

重要障碍。 数智化以技术型赋能的方式融入乡

村文化治理结构,降低了信息在科层制体制上

下传递过程中的流通损耗和传译失误的生发概

率,提升了国家对乡村文化治理的时效性和效

率。 与此同时,乡村文化治理数智化转型不仅

意味着外向型治理的转变,还可由此催化乡村

文化服务的繁荣度和村民文化消费的便捷度。
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化发展一直是国家文化

治理的重要课题,城市生产、乡村消费的文化供

需匹配程度较低的供需结构也影响着乡村文化

治理的效能实现。 数媒技术的普及为乡村文化

服务搭建了更为便捷的消费和享受的场景空

间,同时也为图书馆总分馆等制度性设计提供

了可行的数字化资源共享依托。
另一方面,数智化刺激了文化权力目标和

文化服务目标的伦理冲突。 治理技术进步有顶

层超前设计和治理需求推动两种进路,更多呈

现为治理的需求推动。 乡村文化的公共性与普

惠性场景特征则先天规制了乡村文化治理数智

化转型具有较强的政策属性,如在数字技术等

数智化思维的赋能下,多地推出由政府购买或

政社合作搭建的“点单式”公共文化服务平台,
以社会力量和数智化思维较好地实现了乡村文

化服务目标,而“点单式”模式背后亦存在较为

强大的政策推动力。 这种国家制度推动力通过

调动多元主体,以有限的资源实现了较大范围

的政策宣传和社会动员等文化权力目标,但同

时也因较强的政策属性,相对于完全的市场导

向的社会性生产供给模式而言,其在一定程度

上限制了乡村文化服务的内容供给。 国家制度

赋能的数智化转型模式能够提供基本的普惠性

文化服务,但并没有生成提供乡村文化服务的

差异性供给机制,并不能高质量、全覆盖地满足

所有的乡村文化服务需求。 即乡村文化数智化

激活了文化权力与文化服务目标的互动场域,
但也要适当地对两者的耦合关系程度加以规

制,以减轻或规避两者的伦理冲突带来的乡村

文化治理绩效损失。
2. 市场 资本层面:实践伦理冲突与价值伦

理冲突

国家 制度层面的乡村文化治理数智化伦

理冲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体现为工具理性与

价值理性博弈的实践伦理冲突,二是体现为社

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博弈的价值伦理冲突。 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推动了乡村文化治理场域的市场元素日益增

多,如市场主体为乡村文化治理带来了目标明

确的追求效率的现代治理思维和治理技术。 数

智化转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治理效能的优化

需要硬件技术和现代思维的同步提升。 现今,
大部分的乡村文化治理处于数智化转型初期阶

段,这种阶段性转型过程状态主要体现为硬件

技术等人财物已基本到位,但乡村场域内文化

受众的数智素养仍有待提升的非对称性发展。
在市场工具理性内核的催生、市场资本追逐政

策红利的趋利性影响下,乡村文化治理数智化

转型过程凸显为以重外在硬件设施、轻治理思

维和数智素养培育为表征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

性的实践伦理冲突。 在市场资本层面,这种外

显实践伦理冲突的内驱力主要体现为过多强调

对快速经济效益的追求,而忽略了持续性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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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效益追求,最终造成价值层面的伦理冲突。
工具理性是市场经济追求效率至上经济理

性的直观体现,价值理性则有着与之相对的实

践主张,更强调对社会效益的追求[33] 。 乡村文

化治理数智化转型场域内,工具理性与价值理

性的实践伦理冲突的形成体现为现阶段数智化

物质条件与数智化思维的非同步性增长、乡村

场域的传统属性与市场资本的现代属性的价值

导向差异。 近年来,乡村文化振兴在宏观上被

置于文化强国的重要位置。 随着精准脱贫和乡

村振兴的不断推进,在城乡均衡化等政策福利

的影响下,乡村地区承接并富集了较多的数智

化设施和技术。 以乡村文化治理中的文化产业

建设为例,现阶段以文化产业带动乡村文化传

承创新的产业化思维,逐步成为乡村传统文化

的发展标向。 但在乡村场域内,文化产业的数

智化发展仍存在较多先天性缺陷,如数智化技

术的持续性创新能力较低、高数智化素养人才

缺乏等,这也昭示着乡村文化治理的数智化转

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而市场对规模性回报的

追求和对资本的逐利性禀赋,皆内在地要求经

济效益的快速稳定实现,这种实践矛盾最终集

中体现为乡村文化治理数智化转型市场层面的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实践伦理冲突。
简言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实践伦理的

冲突,本质意指实践工具和方式的选择差异。
纳入乡村文化治理数智化转型情境,在实践活

动的指导价值层面,实践伦理冲突意指经济效

益与社会效益的价值伦理选择差异。 传统意义

上,乡村文化兼具文化服务与治愈乡村社会结

构破裂的功能,这种文化治愈功能更多体现在

乡村文化生产和乡村结构关系再生产过程

中。 从效率层面考量,数智化转型提升了乡

村文化治理效率、促进了城乡文化服务均衡

化发展、推动了文化产业化发展,并最终促

进了乡村的整体性发展。 但从效益层面特

别是社会效益层面而言,若不控制数智化转

型的适时性和在地契合度,则将削弱乡村文

化的乡村治愈功能等社会效益。 当下,强调

乡村文化功能性的和美乡村建设的制度性

倡导亦是对乡村文化治理数智化转型过程

中,市场层面可能造成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

益价值冲突的规避与遏制。
3. 社会 生活层面:互动伦理冲突与礼俗伦

理冲突

在社会 生活层面,乡村文化治理数智化伦

理冲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社会互动伦理侧虚

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二重性冲突;其二,礼俗伦

理侧私域性与公共性的冲突。 数智科技的进步

在促使乡村文化治理转型的同时,也在改变着

乡村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 传统乡村文化的

治理内容主要由传承和展演等部分构成,这种文

化治理更多地依赖传统惯习、血缘、地缘等非正

式治理资源。 随着数智技术的进场,传统乡村文

化治理情境也发生着数智化转变,以文化的生产

地为分界,数媒技术的发展既繁荣了乡村文化,
也为乡村文化治理增添了文化新类型,为村民营

造了新型数智文化空间。 在治理结构上,乡村文

化治理数智化逐步扩展形塑了党和政府、市场、
乡村内生力量多元耦合共创的治理共同体;在治

理过程上,乡村文化治理数智化则注重文化治理

效能的治理评估和治理监督环节。
数智技术繁荣了乡村文化构成,数智治理

思维提高了乡村文化治理效率,也对传统乡村

社会的互动伦理与礼俗伦理带来了冲击,一方

面体现为从传统治理到利用数智技术和思维的

数智化治理转型,另一方面体现为从非正式治

理资源到多元共同体治理资源的嬗变。 这种冲

击进一步削弱了传统治理资源的治理适用性,
为村民数智化参与乡村文化治理和享受乡村数

字文化服务提供了便捷。 然而,数智化治理将

线下的“附近” 式互动,搬移到微信、抖音等数

媒软件,生成在线好友的网络式互动,这也导致

了乡村社会的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互动伦理

冲突日益增多。 随着科技和数媒的传播,文化

类直播现象越来越普遍,直播展演前台与生活

后台的差异也改变了传统社会中的礼俗互动结

构。 在治理效能评估和治理监督过程中,数字

网络的匿名性与现实社会的生活性也为私域性

与公共性的礼俗伦理冲突埋下伏笔,成为乡村

文化治理数智化转型进程的阻隔,最终共同构

成乡村社会在虚拟网络与现实世界的互动伦理

冲突、公域与私域的礼俗伦理冲突爆发的综合

性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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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乡村文化治理数智化转型中

伦理冲突的纾解之道

　 　 在国家治理目标、市场趋利目标和乡村社

会生活目标的共同催生下,乡村文化的治理共

同体日渐形成。 随着数智技术的发展,在乡村

文化产业建设、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等具体

应用场景中,数字文化产品的内容赋能和数智

治理的治理赋能双向提升,数智化转型趋势日

益明显,数智化程度日益提升。 作为外在赋能

的更具现代性的数智技术,其在繁荣乡村文化

和提升治理效率的同时,也难以避免会在相对

传统的乡村社会情境中产生文化和治理层面的

伦理冲突。 从乡村社会文化治理数智化的国家

市场 社会治理共同体结构出发,伦理冲突的

纾解之道应从国家 制度的创新引领、市场 资

本的价值共创和社会 生活的数智素养培育三

方面入手(图 2)。

图 2　 乡村文化治理数智化转型过程中的伦理冲突纾解路径

1. 创新引领:优化国家 制度层面的顶层

设计

在国家层面,乡村文化经历了从统治到管

理再到治理的政策演化脉络,在乡村文化治理

数智化转型的背景下,顶层设计也应及时调整。
为实现乡村文化治理现代化并助力国家数字文

化建设,国家制度层面应注重提升政策创新能

力和组织创新能力,为数智化转型提供适宜的

政策环境和应用环境,避免并缓解伦理冲突。
其一,强化政策创新。 如前所述,受国家政

策导向与数智技术发展方向影响,数智化转型

诱发了国家层面文化权力目标与文化服务目标

的伦理冲突。 乡村文化治理政策的制定,要综

合考虑治理内容、治理技术和治理理念的更新。
随着乡村数字文化需求的日益增多、公共文化

服务社会化供给新模式的日益普及,应及时调

整政策创新方向,以乡村文化治理现实需求为

导向,促进政治动员与社会服务的目标互嵌,以
政策创新助力乡村文化治理数智化转型。

其二,强化组织创新。 政策创新影响资源

配置导向,组织创新力直接关系到资源的利用

效率。 数智化转型的现代性与技术性,要求组

织具有更高的资源依赖程度和组织依赖程度:
一方面,要发挥党组织在乡村网络治理中的应

有功能,以党员的先进性、组织性嵌入数智技术

的先进性。 发挥党建引领的制度性功能,优化

乡村基层党组织人员结构与职能,通过充分发

掘利用在地性优势,因势利导化解伦理冲突;另
一方面,要扶持和培育新型数字文化和数智文

化组织,以更好地承接现代科学技术的引入和

转移,同时承担起在乡村社会培育数智化新业

态的启蒙功能。
2. 价值共创:以公共性调适市场 资本层面

的逐利性

市场 资本层面面临的文化治理数智化伦

理冲突主要表现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实践

伦理冲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追求差异的价

值伦理冲突,两种潜在伦理冲突肇始于市场 资

本的逐利性禀赋和乡村文化公共性禀赋的价值

差异。 乡村文化治理数智化转型追求的是满足

乡村文化需求、提升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等更具

公共性的价值目标。 为最大化实现市场主体促

进数智化转型的功能发挥,应以价值共创的公

共性理念,调适市场 资本的逐利性。 价值共创

实现的重点在于多元主体参与、服务逻辑主导、
合作生产以及公共价值创造[34] 。 在乡村文化

治理数智化的市场 资本具体情境中,应从文化

治理议程设置、文化治理共同体、治理效能评估

来促进价值共创,进而消除实践伦理与价值伦

理层面的伦理冲突。
其一,从议程设置起始端对进入乡村文化

治理数智化的市场力量进行甄别。 结合乡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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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情境和数智化基础,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考量相结合,选取更具有文化服务精神、有利于

提升数字乡村建设持续性、强化乡村文化振兴

韧性、拥有共同价值追求的市场 资本力量进

入。 其二,应形塑以党和政府为核心、乡村社区

组织、文化乡贤、市场力量、科技能人共同参与

的乡村文化治理共同体。 引入市场资本力量,
肯定市场资本力量的积极作用,但应强调市场

资本力量的赋能地位,而非绝对话语地位。 应

以价值共创为指引,以群体性治理实现乡村文

化治理过程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良性博

弈,共创双赢的局面。 其三,建设多元化的治理

效能评估机制。 数智化转型不仅能够提升乡村

文化的供给效率和治理效率,同时也因数智技

术的虚拟化特征为市场力量的治理效能评估提

出了新的要求,就此应形构全过程、多主体、宽
领域的效能评估机制,以终端的多元化评估纠

偏实践伦理和价值伦理冲突事实。
3. 素养培育:提升社会 生活层面的数智

素养

乡村文化治理数智化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伦

理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技术的现代性与乡

村社会文化的相对传统性之间的匹配失当问

题。 随着乡村治理现代化和数字乡村建设的不

断推进,乡村场域内的数智话语逐步增多,人们

也渐次融入数智文化的生产与消费生态圈。 村

民不仅是数智文化服务的享受者和生产者,也
是乡村文化治理数智化共同体的重要治理主

体。 但在乡村社会语境中,数智素养参差不齐、
更新较慢、更新难度大等客观困境依然存在,从
而为伦理冲突的加剧埋下隐患。 为缓解和避免

数智化转型过程中暴露的互动伦理和礼俗伦理

冲突,应在乡村社会场域内强化包含数智接受

能力培育、数智创新能力培育、数智甄别能力培

育在内的综合性数智素养培育。
其一,强化数智接受能力培育。 无论是技

术性还是治理性,数智化转型都是以新事物的

样态进场。 为提升数智化与乡村文化场域的价

值契合性,应提升乡村社会对数智化技术和数

智化治理思维的接受能力。 其二,强化数智创

新能力培育。 村民既是乡村文化的享受者,同
时也是乡村文化的主要生产者和创造者,为此

应在数智接受的前提下,充分尊重和发挥村民

文化创造的主体性地位,提升村民以数智技术

治理数智文化的能力,形塑数智文化“共建共

治共享”的良性机制。 其三,强化数智甄别能

力培育。 文化受众在浏览网页和观看视频的同

时,视频平台和 App 也在对观看者进行偏好治

理,并有针对性地推送主题集中的内容,以增加

观看者用户黏性。 这些都会诱发“数字成瘾”
和“数字茧房”等现实问题,以网络虚拟世界与

现实生活空间博弈形式加剧礼俗和互动伦理冲

突。 为此,应充分利用数智化思维,提升村民的

数智甄别能力,破除“数字成瘾”和“数字茧房”
等顽疾。

六、结　 语

乡村文化治理数智化转型是乡村文化振

兴、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乡村文化产

业等乡村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 现

代数智技术与传统乡村文化的有机互嵌,也是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第

二个结合”的理论实践。 乡村文化治理场域内

的数智化转型,是在国家 市场 社会共同建设,
且取得一定成就的乡村文化治理现代化建设基

础上的转型。 但随着数智化赋能的进场,国家

市场 社会的制度 资本 生活逻辑内核在乡村

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和乡村文化产业建设等具体

文化治理实践中,呈现出数智化转型与乡村文

化治理实践中的伦理冲突,如文化权力与文化

服务的目标伦理冲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

实践伦理冲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价值伦

理冲突、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互动伦理冲突

及私域与公域的礼俗伦理冲突。 因不同乡村有

着不同的数智化转型类型和进程,以上提及的

伦理冲突或潜在或已凸显。 因此,为实现乡村

文化治理高质量发展,应在国家 市场 社会 3
个层面有针对性地从创新引领、价值共创调适

和数智素养培育处着手,探索让村民满意的乡

村文化治理之道,夯实乡村文化之基,助力乡村

文化振兴和国家文化数字化建设。
在数字中国建设和数字乡村建设的时代背

景下,以文化振兴等为主要内容的乡村振兴的

实现亟须加快乡村文化治理的数智化转型。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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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立足乡村场域,从伦理冲突视角切入文化

治理数智化转型过程。 但在研究过程中,也存

在不足之处,后续研究将进一步结合乡村场域

具体实践展开,如以案例的典型性与代表性,依
托乡村文化治理数智化实践的中国经验,提炼

中国智慧,提升中国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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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e
 

technical
 

level,
 

it
 

manifests
 

itself
 

as
 

the
 

enhancement
 

of
 

the
 

resilie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of
 

rural
 

culture,
 

at
 

the
 

cultural
 

level,
 

it
 

refers
 

to
 

the
 

endogenous
 

activation
 

of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and
 

at
 

the
 

governance
 

level,
 

it
 

manifests
 

itself
 

as
 

the
 

enhancement
 

of
 

the
 

degree
 

of
 

people’ s
 

democracy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rural
 

cultural
 

governance,
 

and
 

the
 

enhancement
 

of
 

the
 

degree
 

of
 

coordination
 

of
 

the
 

coupling
 

of
 

urban
 

and
 

rural
 

cultural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technical
 

ethics
 

and
 

social
 

ethics
 

inherent
 

in
 

digital
 

intelligence
 

have
 

also
 

been
 

brought
 

into
 

the
 

context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in
 

rural
 

cultural
 

governance.
 

In
 

order
 

to
 

clarify
 

and
 

eliminate
 

the
 

shackles
 

of
 

digitalization
 

of
 

rural
 

cultural
 

governance
 

derived
 

from
 

ethical
 

conflicts,
 

the
 

study
 

starts
 

from
 

the
 

state-market-society
 

structure,
 

and
 

finds
 

that
 

there
 

are
 

three
 

main
 

levels
 

of
 

ethical
 

conflicts
 

threatening
 

the
 

process
 

of
 

digitalization,
 

which
 

are
 

highlighted
 

as
 

the
 

ethical
 

conflict
 

of
 

goals
 

between
 

cultural
 

power
 

and
 

cultural
 

services
 

at
 

the
 

state-institutional
 

level,
 

the
 

ethical
 

conflict
 

of
 

objectives
 

at
 

the
 

market-capital
 

level,
 

and
 

the
 

ethical
 

conflict
 

of
 

goals
 

at
 

the
 

market-capital
 

level.
 

At
 

the
 

state-institutional
 

level,
 

it
 

is
 

the
 

ethical
 

conflict
 

of
 

goals
 

between
 

cultural
 

power
 

and
 

cultural
 

services.
 

At
 

the
 

market-capital
 

level,
 

it
 

is
 

the
 

ethical
 

conflict
 

of
 

practices
 

and
 

the
 

ethical
 

conflict
 

of
 

values.
 

And
 

at
 

the
 

society-life
 

level,
 

it
 

is
 

the
 

threat
 

of
 

the
 

ethical
 

conflict
 

of
 

interactions
 

and
 

the
 

ethical
 

conflict
 

of
 

rituals.
 

Under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theory
 

of
 

cultural
 

governance
 

and
 

the
 

emergence
 

of
 

ethical
 

conflicts,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innovative
 

leadership
 

of
 

policy
 

innov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to
 

optimize
 

the
 

top-level
 

design
 

at
 

the
 

na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levels,
 

strengthen
 

the
 

public
 

construction
 

of
 

value
 

co-creation
 

to
 

adjust
 

the
 

profit-seeking
 

nature
 

of
 

the
 

market-capital
 

level,
 

and
 

strengthen
 

the
 

systematic
 

cultivation
 

of
 

digital
 

literacy
 

to
 

enhance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the
 

social
 

and
 

living
 

levels.
 

In
 

order
 

to
 

avoid
 

the
 

destructive
 

ethical
 

conflicts
 

derived
 

from
 

digital
 

intelligence,
 

we
 

can
 

make
 

full
 

use
 

of
 

the
 

modern
 

governance
 

technology
 

advantages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to
 

help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cultural
 

governance
 

into
 

digit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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